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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郊区三类典型生境的两栖类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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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上海郊区农田，林地，湿地(池塘)三类典型生境是两栖类最主要的栖息地，生境的差异以及两栖类

生态特征的不同造成了两栖类在分布上的差异。2014 年和 2016 年 5～8 月对上海郊区三类典型生境的 30 个研究样

点两栖类生物多样性进行调查，并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三类生境的两栖类群落结构进行比较，通过层次聚类法分

析不同生境的两栖类组成相似性。结果显示：(1)两年间共记录到上海郊区两栖类动物 1 目 4 科 4属 5 种 5 397 只，

其中泽陆蛙(Fejervarya multistriata)，金线侧褶蛙(Pelophylax plancyi)为优势种。黑斑侧褶蛙(Pelophylax

nigromaculata)，中华蟾蜍(Bufo gargarizans)，饰纹姬蛙(Microhyla fissipes)为常见种。这 5 种两栖类都为广

型分布种。(2)三类生境的两栖类物种丰富度无显著性差异，而两栖类多度差异显著。(3)泽陆蛙，饰纹姬蛙的种群

密度在三类生境中差异显著，且在农田生境中最高。黑斑侧褶蛙，金线侧褶蛙的种群密度在三类生境中差异显著且

在池塘生境中最高。中华蟾蜍在三类生境中的种群密度无显著性差异。(4)聚类结果为 30 个研究样点中林地生境与

池塘生境被聚为一类，农田生境被单独聚为一类。建议通过对不同生境的保护与恢复达到对上海郊区两栖类生物多

样性保护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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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栖类是世界动物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自然生态平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
，且可作为衡量环境变化的重要的指示

生物
[2]
。城市化导致的栖息地丧失，孤立，片段化以及生境质量下降是造成全球两栖类生物多样性下降的最主要原因

[3, 4]
，88%

的两栖类的灭绝与之相关
[5]
。上海市作为中国城市化率最高的城市

[6]
，高速的城市化发展同样造成了郊区生境面积以及两栖类生

物多样性的严重下降
[7, 8]

。上海郊区作为上海市生物多样性最高的区域
[9]
，自然也成为了上海市两栖类生物多样性保育最为重要

的区域。目前上海郊区分布了 6 种两栖类：泽陆蛙(Fejervarya multistriata)，金线侧褶蛙( Pelophylax plancyi )，黑斑侧

褶蛙(Pelophylax nigromaculata)，饰纹姬蛙(Microhyla fissipes)，北方狭口蛙(Kaloula borealis)[10]和中华蟾蜍(Bufo

gargariz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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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对上海郊区动物资源状况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鸟类
[10～12]

，对于上海郊区两栖类的研究则更多的是集中于泽陆蛙的种群生

态学与生理生态学研究
[13, 14]

，两栖爬行类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多在上海市区林绿地开展
[15]

。总体而言，目前对于上海郊区两栖

类动物资源状态的了解较为缺乏，然而研究两栖类的群落结构特征，种群数量变化以及分布规律对于两栖类的生物多样性保育

有着重要的意义
[16]
。此外，不同生态特征的两栖类对于各类生境的依赖程度也有所不同

[17]
，因而研究两栖类在不同生境中的分

布规律对于在特定生境中对目标物种进行保护有实际意义。

本研究分别于 2014 年和 2016 年的 5～8月对上海郊区三类典型生境的两栖类种类与数量进行调查，同时对三类生境的两栖

类群落结构与种群密度进行比较，分析上海郊区两栖类的生境偏好以及三类典型生境两栖类组成结构的相似性。本研究旨在丰

富上海市郊区的两栖类动物资源数据，了解上海郊区两栖类分布规律，并为上海市制定两栖类生物多样性保育策略提供帮助。

1 研究区域

上海市(30°40′～31°53′N，120°51′～122°12′E)位于长江三角洲的东南缘，北靠长江，东临东海，南濒杭州湾。

上海市全市总面积为 6 340.5 km2，郊区面积为 3 700 km
2
，年降水量 1 048～1 138 mm，年平均气温 15.7 ℃，年日照时数 1 868

h，相对湿度 77%～88%。上海郊区的生境根据自然条件可分为三种：农田生境，林地生境，湿地生境
[18]
：(1)农田生境：根据上

海统计年鉴的数据，2014 年上海市郊区农田总面积为 35.89 万 hm
2[19]

。上海市农田从类型上又可细分为水田与水浇田，水田主要

种植水稻( Oryzasatira )，水浇田则主要种植小麦(Triticum aestivum)，瓜果蔬菜及其他经济作物。(2)林地生境：上海郊区

的林地主要分布于西部的松江区佘山天马山林场，青浦区拦路港林区和崇明岛中部的东平林区。以人工林和次生林为主，属于

亚热带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3)湿地生境：上海郊区的湿地类型丰富，可分为 5类 13 型湿地，湿地总面积达到了 46.45 万 hm
2
，

其中内陆的河流湿地，湖泊湿地和沼泽湿地的总面积达到 2.23 万 hm
2[20]

。我们选择较为适宜两栖类栖息且较为普遍的池塘生境

代表上海郊区湿地生境。

本研究的研究样点设置于上海郊区的松江区佘山镇，青浦区金泽镇，浦东新区(南汇)书院镇，崇明区崇明岛港西镇和绿化

镇，长兴岛长兴乡，横沙岛横沙乡。共设置 30 个研究样点，分别为 10个农田生境，10 个林地生境和 10 个池塘湿地生境(图 1)。

各研究样点间的距离控制在 1 km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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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2.1 两栖类群落调查

本研究使用样线法于 2014 年和 2016 年 5～8 月对 30 个研究样点的两栖类进行调查。依据两栖类繁殖期的繁殖场调查法，

我们将样线设置于农田沟渠田埂，林地沟渠岸坡和池塘沿岸这一类永久或半永久水域旁，样线长度设置为 500 m，样线的单侧宽

度为 2.5 m。每轮调查采取对所有研究样点连续调查的方法，每年的 5 ～ 6月完成 1轮调查，7～8月完成 1轮调查。为了减小

调查时间不同导致的调查结果差异，每轮调查的时间控制在 10d 之内，每个研究样点在两年间共调查 4次。每次调查开始于日

落后半小时，一般为晚上 19:30～23:00，调查气象条件控制为低风速(小于 30 km/h)与无雨的天气。两栖类调查使用视觉调查

法
[21]
，2～3人为一组使用强光手电对样线范围内的两栖类进行搜寻，并记录两栖类的种类与数量，行进速度控制为 1.5 km/h。

2.2 数据统计及分析

我们根据调查到两栖类的个体数占总数的百分比确定两栖类的数量等级，我们将大于 20%的种类定义为优势种，5%～20%为

常见种，小于 5%为少见种。根据分布系数(ADC)来确定各物种的分布状况，ADC=(n/N+m/M)×100%，其中 n 为某一物种出现的样

线数，N 为调查布设的总样线数，m为某物种出现的生境类型数，M为总生境类型数。ADC≥100%为广性分布，50%≤ADC<100%为

中性分布，ADC<50%为狭性分布
[22]

。两栖类多度用密度来表示。数据处理时先用 Kolmogorov-Smirnov 检验进行正态分布检验，

采用 One-way ANOVA 分析对不同生境的两栖类的物种丰富度，多度以及各种群密度进行比较，HSD 检验进行两两比较。如数据不

符合正态分布或方差齐性则对数据进行自然对数转换，还不符合参数检验要求则使用非参数检验的方法。本文中关于三类生境

间泽陆蛙和黑斑侧褶蛙种群密度的比较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对于 30 个研究样点的两栖类组成相似性的研究采用层次聚

类法，将各研究样点的各两栖类物种的密度作为因变量带入 Q型聚类分析中，通过欧式距离法将所有研究样点进行分类。本文

中物种丰富度，密度的数据都采用平均值±标准误(Mean±SE)表示，P<0.05 为显著性差异。所有数据的处理均在 SPSS 20.0 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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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上完成。

3 结果

3.1 上海郊区两栖类的分布

在 2014 年与 2016 年对 30 个郊区研究样点的调查中，共发现 1目 4科 4属 5种 5 397 只个体。其中泽陆蛙和金线侧褶蛙为

优势种，分别占到两年所调查到两栖类总数量的 36.26%和 34.74%，黑斑侧褶蛙，中华蟾蜍和饰纹姬蛙为常见种，分别占调查到

两栖类数量的 14.42%，7.78%和 6.80%。所有 5种两栖类的分布系数都大于 100%，都被认定为广性分布种(泽陆蛙：196.67%，金

线侧褶蛙：193.33%，黑斑侧褶蛙：200%，饰纹姬蛙：176.67%，中华蟾蜍：196.67%)。农田生境中的两栖类优势种为泽陆蛙，

占到农田生境两栖类数量的58.84%。林地生境中的两栖类优势种为金线侧褶蛙和泽陆蛙，分别占到林地生境两栖类数量的40.28%

和 29.64%。池塘生境中的两栖类优势种为金线侧褶蛙，占到池塘生境两栖类数量的 54.03%(图 2)。

对三类上海郊区典型生境的两栖类群落结构进行比较，农田的两栖类物种丰富度为 4.90±0.10 种/样线，林地的两栖类物

种丰富度为 4.60±0.16 种/样线，池塘的两栖类物种丰富度为 4.30±0.26 种/样线，三类生境的两栖类物种丰富度无显著性差

异(df=2，F=2.585，P=0.094)。三类生境的两栖类密度排序为：农田>池塘>林地，三类生境的两栖类密度差异显著(df=2，F=7.619，

P=0.002)。多重比较表明，农田的两栖类密度显著高于林地(P=0.002)，而池塘的两栖类密度与农田和林地无显著性差异

(P=0.293，P=0.066)(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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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三类典型生境的 5 种两栖类种群密度进行对比，泽陆蛙在三类生境中种群密度的排序为：农田>池塘>林地，农田生境的

泽陆蛙的种群密度显著高于林地生境(Z=–3.780，n=20，P<0.001)与池塘生境(Z=–3.781，n=20，P<0.001)，而林地与池塘的

泽陆蛙数量无显著性差异(Z=–0.454，n=20，P=0.650)。金线侧褶蛙在三类生境中种群密度的排序为：池塘>林地>农田，三类

生境的金线侧褶蛙种群密度呈显著性差异(df=2，F=4.109，P=0.028)。多重比较的结果为：池塘生境的金线侧褶蛙种群密度显

著高于农田(P=0.028)，而林地的金线侧褶蛙种群密度与农田和池塘无显著性差异(P=0.784，P=0.113)。黑斑侧褶蛙在三类生境

中种群密度的排序为：池塘>农田>林地，池塘生境黑斑侧褶蛙的种群密度显著大于林地(Z=–2.648，n=20，P=0.008)，而农田

黑斑侧褶蛙的种群密度与林地(Z=–1.705，n=20 ， P= 0 .089) 和池塘(Z =–1 .324 ， n=20 ，P=0.186)无显著性差异。中

华蟾蜍在三类生境中种群密度的排序为：林地>池塘>农田，但三类生境中的中华蟾蜍的种群密度无显著性差异(df=2，F=0.120，

P=0.887)。饰纹姬蛙在三类生境中种群密度的排序为：农田>池塘>林地，三类生境的饰纹姬蛙种群密度呈显著性差异(df=2，

F=6.505，P=0.005)。多重比较表明，农田生境的饰纹姬蛙的种群密度显著高于池塘生境(P=0.011)与林地生境(P=0.012)。池塘

生境与林地生境的饰纹姬蛙的种群密度无显著性差异(P=1.000)(表 1)。

3.2 上海郊区两栖类的生境偏好

泽陆蛙在农田记录到的数量占到了总调查数量的 71.33%，且在 10 个农田样点中都有出现。而在林地和池塘记录到的数量仅

占到了调查总数的 13.95%和 14.72%，并在 10 个林地和 9个池塘样点中有记录。饰纹姬蛙在 10 个农田样点皆有记录，且调查到

的数量占到调查总数的 65.40%。而仅在 7 个林地样点和 6 个池塘样点记录到饰纹姬蛙，其数量分别占调查总数的 17.17%和

17.44%(图 2，表 2)。证明农田生境是泽陆蛙与饰纹姬蛙最重要的栖息地。金线侧褶蛙在池塘生境中记录到的数量占总调查数的

54.29%，且在所有池塘生境中都有记录。而农田生境和林地生境的金线侧褶蛙数量仅占到了调查总数的 18.51%和 27.20%，有金

线侧褶蛙记录的农田和林地样点都为 9 个。黑斑侧褶蛙在所有研究样点中都有记录，但池塘生境中记录到的数量占总观察数的

48.33%，而在农田和林地中的数量占总数的比例则为 32.39%和 19.28%(图 2，表 2)。金线侧褶蛙与黑斑侧褶蛙首选池塘生境作

为栖息地。中华蟾蜍在 29 个研究样点中都有记录，且在三类生境中的分布较为平均，农田、林地和池塘中的中华蟾蜍数量分别

占调查总数的 30.24%，36.90%和 32.86%(图 2，表 2)。中华蟾蜍在三类栖息地的选择上没有差异。



6

3.3 上海郊区不同生境的两栖类群落组成相似性

对 30 个研究样点进行聚类分析，在类间距离 10～15 的区间将所有研究样点分为 3 个大类(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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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类：共有 20 个研究样点，包含所有 10 个林地样点和 8个池塘样点以及 2个农田样点(农田 4和 8)。这一类栖息地是上海

郊区最常见的两栖类栖息地，两栖类组成主要为金线侧褶蛙和黑斑侧褶蛙，泽陆蛙。

Ⅱ类：包含 2个池塘生境样点(池塘 6和 9)。作为较为特殊的一类生境类型，其两栖类的物种丰富度较低但密度较高，基本

都是金线侧褶蛙。

Ⅲ类：包含 8个农田生境样点。这一类栖息地是典型的上海市郊区农田生境，其特征为两栖类物种丰富度和密度都比较高。

两栖类组成主要为泽陆蛙。

4 讨论

4.1 上海郊区两栖类的分布

本研究调查到的郊区两栖类种类为 5 种，相对于 2000 年的调查结果减少了 3 种
[9]
，对比 1990 年的研究结果，30 年间上海

市郊区两栖类的物种丰富度更是减少了 8 种
[23]
。曾在郊区分布较为广泛的虎纹蛙和无斑雨蛙在这两年的调查中没有发现，由此

可见上海郊区两栖类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在不断持续并更加严重。相比于上海市区公园的两栖类优势种为金线侧褶蛙，黑斑侧褶

蛙和中华蟾蜍
[15]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上海郊区的两栖类优势种为泽陆蛙和金线侧褶蛙，这是由于上海市区生境与郊区生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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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造成的。市区公园的最主要生境为湿地与林地，缺乏农田生态系统。而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农田生境是泽陆蛙与饰纹姬蛙

最重要的栖息地，所以泽陆蛙与饰纹姬蛙在上海市区基本没有分布。对上海郊区三类典型生境的两栖类群落特征的研究结果显

示，三类生境的两栖类物种丰富度无显著性差异。这可能是由于上海郊区两栖类自身的分布特性决定的。这 5 种两栖类的分布

系数都大于 100%，被定义为广性分布种，即在多种生境和多条样线中都有分布。农田的两栖类密度要高于林地则可能是由于上

海市缺乏树蛙，林蛙等依赖于林地生境的蛙类，且上海市郊区的林地很多为靠近道路的行道林，车辆及人为干扰相对于池塘与

农田生境要更严重。此外上海农田的耕作模式多为传统的混种式的江南水乡耕作模式，以水稻和小麦为主要种植对象的农田生

境中常镶嵌着小型水体，果林，蔬菜种植田等其他自然生境，农田生态系统的组成异质性与构型异质性都很高，而景观异质性

对动物物种丰富度与多度有着显著影响[24, 25]。

4.2 上海郊区两栖类的生境偏好

泽陆蛙和饰纹姬蛙在农田生境中的分布高于其他两种生境，这说明泽陆蛙和饰纹姬蛙在大生境的选择上倾向于农田，在调

查中农田的泽陆蛙常分布于农田田埂，饰纹姬蛙则常出现在农田的坡岸与附近的草丛。黑斑侧褶蛙和金线侧褶蛙在池塘生境中

的分布高于其他两种生境，表明黑斑侧褶蛙和金线侧褶蛙在大生境的选择上倾向于池塘生境，在我们的调查中也发现金线侧褶

蛙常出现在水生植物盖度与多度较高的水面，如荷花池或浮萍较多的池塘，这也和当前水生植物影响金线侧褶蛙分布的结果一

致
[10, 26]

。黑斑侧褶蛙在池塘生境则较少出现在水面，而是更多的分布于池塘沿岸，但在产卵时仍旧偏向于选择水域面积大和水

生植物覆盖率高的湿地生境[27]。中华蟾蜍在三类生境中的分布没有显著性差异，说明中华蟾蜍在三类典型生境的选择上没有

特殊性。这可能是由于中华蟾蜍的运动能力较强，可以在不同生境中移动，且皮肤的角质层较厚不易失水，所以对水体的依赖

程度相对较小。

4.3 上海郊区不同生境的两栖类群落组成相似性

本研究将代表上海郊区三类典型生境的 30 个适宜两栖类栖息的研究样点分为了三类，结果显示池塘生境与林地生境的两栖

类组成更为相似，农田生境的两栖类组成则相对独立。这可能是由于林地与池塘的微生境构成更为相似，这两种生境的水生植

被盖度与多度都要大于农田生境，所以更有利于依赖于水体的两栖类特别是金线侧褶蛙的栖息。相比之下农田生境则在泽陆蛙

和饰纹姬蛙的生物多样性保育中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Li 等
[7]
，Zhang 等[8]的调查结果显示泽陆蛙与饰纹姬蛙随着上海市城市

化水平的升高呈显著下降的趋势，而城市化梯度上农田面积的减少与栖息地质量下降则是造成上海市区缺少泽陆蛙与饰纹姬蛙

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农药的使用以及耕作模式的变化也可能对农田生境中泽陆蛙和饰纹姬蛙的栖息与繁殖造成较大的影响
[14]
。两个池塘样点被聚为一类(Ⅱ类)，可能是由于这两个池塘的面积较小但水生植被覆盖率很高，较为适宜于金线侧褶蛙栖息。

但是生境的景观异质性较低，所以这两个池塘的两栖类物种丰富度相对较低。两个农田生境被聚在第一类(Ⅰ类)，主要是由于

这两个样点的泽陆蛙的数量以及两栖类的多度要小于其他农田生境样点，这可能是因为这两个农田样点经常进行土地翻整对两

栖类产生了不利的影响[14]。此外我们发现第一类(Ⅰ类)研究样点的生境组成较为复杂，包含全部林地生境，大部分池塘生境

和小部分农田生境。这说明了两栖类的群落结构不仅受到生境种类的影响，研究样点的微生境因子，景观因子和景观结构都可

能会对两栖类分布产生影响[24, 28, 29]，这也需要我们不断深入探究各尺度环境因子对两栖类群落结构的影响。

4.4 保护建议

(1)在国内城市化不断加剧造成两栖类生物多样性下降的大背景下，城市公园以及林绿地生境、郊区生境这些城市化背景下

的两栖类重要栖息地应当成为未来我们研究的重点区域。(2)除了研究生境差异对两栖类群落结构的影响外，还应当深入研究微

生境因子，景观因子以及景观结构对于两栖类物种丰富度与多度的影响。(3)面对城市化发展引起的两栖类栖息地的丢失与退化，

我们建议在上海保持合理的适宜两栖类栖息的郊区生境面积，尤其是要针对泽陆蛙和金线侧褶蛙保护农田生态系统与湿地生态

系统的面积。(4)两年的调查期间我们发现人为捕捉中华蟾蜍和设置“地笼”捕捉金线侧褶蛙、黑斑侧褶蛙的情况依旧存在，野

生动物保护部门仍需加强对人为捕杀或“误捕”郊区两栖类行为的监管与查处力度。(5)已经在上海郊区设置的主题为两栖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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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保育和恢复的人造栖息地，以及未来上海将建设的有野生动物保育功能的郊野公园都将成为上海市两栖类生物多样性保育的

全新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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